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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次考察了中国氏族社会后期以来4 000多年市场关系的发展所经历的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中市场关系诸要素的演变过程与特征，证明它们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市场具有为自己扫除前进障碍的内在力量；市场经济向前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4 000多年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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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可以上溯到4 000多年以前。从其萌生到现在，经历了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发展阶段。
一、商品货币关系阶段（远古至汉）
商品货币关系阶段经历萌生、形成、繁荣三个小阶段。
（一）不同所有者间物品交换关系的萌生（氏族社会后期；公元前21世纪以前）
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无交换阶段之后，才进入有交换的阶段。交换经历了物物交换与商品交换两个时期。
在氏族社会时期，氏族公社是基本的经济组织。主要的生产资料与产品归氏族公有。氏族内部不存在物品交换行为。氏族之间出现交换，是在不同氏族均有剩余产品并且互相需要对方的剩余产品之后。因此，交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最初交换的是食物、石器、祭祀用品，偶尔也有装饰品。由于氏族的游动性及交换的偶然性，这种交换没有固定场所。这是一种原始自然经济下的交换。交换过程中的规则约定俗成［1］（P43）。
随着交换的增多，某些氏族在游动过程中，可能充当游动地区内多个氏族之间物品交换的中介。这些氏族仍以游猎、游牧、游农为基本产业，交换中介只是“兼职”。商的祖先可能就是这样的氏族之一。在没有交换关系时，氏族几乎是凝固的。交换带来的外在因素，是引起氏族变化的酵母，氏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快，内部的分化因此发生。
（二）市与城市的出现标志商品货币关系的形成（家族社会时期；夏、商、西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从夏代起，血缘关系组成的基层经济单位由氏族公社演变为家族公社。家族公社是个双层结构，它包括若干家庭。在这个双层结构中，主要生产环节由家族成员集体进行，农作物的某些管理环节以家庭为单位分块负责，主要产品归集体，由家族主组织消费。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和石器的改良，种植业和畜牧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人们可以控制食物的生产过程，从而过上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出现众多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由于不同家族的资源禀赋或技术不同，家族之间的交换增多。与此同时，主要的生产活动和物品消费逐渐下移至家庭，家庭的经济独立性逐步增强，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和私有制。于是，家庭也成为交换的主体，交换的主体增多，交换物品的种类增加，交换频率提高。这种物品交换往往发生在井旁、路口等聚会场所，时间则是“日中”。这便是最初的“市”［2］（P64-65），它是市场经济最初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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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便在聚居处修建墙垣，以作军事防御之用。这便是“城”。到了家族社会时期，物品交易发生在家族聚居的城堡中。于是“城”与“市”结合为一，“城市”产生了。
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对交换中介人与价值中介的需求。产生了以从事物品交换为职业的人——商人，和起中介作用的特殊商品——货币。最初由实物充当货币，主要是龟、贝等自然物，后来逐步向粮食、布帛、石斧、铜斧等生产物转移。由于中介人与价值中介的介入，物品交换由物物交换进入商品交换阶段。
市、城市、商人与货币的产生，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形成。
商品货币关系使家庭之间产生贫富分化，促进了家族内部的分解。商品货币关系使家庭之间在血缘关系以外有了交换关系。与此同时，一个家族的家庭与其他家族中的家庭发生市场关系。这种市场关系使地域联系日益加强，从而导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瓦解，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得以建立。市场的发展使求利与竞争的观念浸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下交征利”，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礼崩乐坏，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商品货币关系的繁荣（奴婢主社会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2世纪）
春秋战国时期是铁铜石木工具开始代替铜石木工具的时期。这次社会生产力的大革命导致家族主经济形态进入奴婢主经济形态，血缘依附关系阶段进入阶级依附关系阶段，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管理组织系统进入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官僚管理组织系统。这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是，基层社会经济组织由家族分解为家庭。家庭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劳动者个体经济（自耕农与个体手工业者），另一种是奴婢制经济。铁犁及“二牛三人”为一犋的犁耕技术，使奴婢制生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能给市场提供较多商品。奴婢主需要购买奴婢、土地、部分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需要通过卖出产品，获得购买上述物资及纳税的货币。奴婢制经济的运行需要与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促进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3］。同时，早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又促进奴婢制的发展。奴婢制生产的兴盛伴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兴盛。因此，从西周后期直到西汉，除秦末战乱时期外，商业发展水平不断上升，至汉武帝、昭帝、宣帝时（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49年）达到高峰［4］。
从西周后期起出现了土地私有和买卖现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卖妻鬻子为奴婢。土地和奴婢这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商品，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改制，企图通过将土地与奴婢收归国有，阻碍这种发展趋势，结果造成社会混乱，使“新”朝很快垮台。
除土地与奴婢外，交换的商品主要是统治者、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城市居民消费的生活用品，一般居民消费的食盐和铁器。
这时的城市遵循坊市制。作为居民住宅区的“坊”和商业交易区的“市”在空间上相分离。商业活动只能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市”中进行。城市职能以行政据点和军事堡垒为主，经济居于次要地位［5］。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促进交通的发展和各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增进生产工具、技术与产品的交流，推动货币制度与度量衡制度的衔接，使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一致面增强。诸侯割据及因此而带来的战争，边境上林立的关卡，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等等的不同，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障碍。统一及因此而来的和平，是他们的迫切要求。这使国家统一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并为统一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与社会力量。在一定意义上，秦汉统一帝国的形成是几百年商业发展的结果［4］。秦汉的统一创造了全国性市场，以及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政策，为商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大大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是从实物货币到青铜铸币的演变时期。演变的起点是布帛、粮食、金属、工具等多种生产物充当商品交换的价值中介。青铜铸币因其独特优势而成为常用的一种。货币形态变化反过来促进市场发展。商人由于手中有了计算单位货币，有了诸侯国之间通行的黄金，于是可在国内外从事商业活动，境内境外贸易由此迅速发展［6］（P385）。
金属铸币的出现为财政开辟了新财源。出于对货币信用的要求及物资、技术方面的原因，政府承担了铸币任务，从而可以获得铸造利润，并掌握大量的货币。为掌握货币拥有的力量，政府垄断盐铁经营［6］（P386）。金属铸币出现后，一些财政收入项目由征收实物变为征收货币。政府把来自铸币、商业与税收的货币收入用于支出。这种财政支出在市场总购买力中占主要地位，因而市场有效需求是以财政为基础。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一部分是国家控制单位生产的和国家以赋税形式从私人那里征收的实物。这种商业和市场，就其基本部分而言，是以国家财政作基础。
私人经济中有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有剩余产品提供市场的，主要是奴婢主经济。这种经济的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自耕农更是自给性生产。拿到市场上出售的，本不是为市场生产的，而是因为要购买家庭必需的商品和交纳货币赋税需要货币而出售的。虽有少量的为市场生产的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但其产品占比很小。上述情况说明，商人经营的商品，基本部分不是商品生产者生产的，而是因为商业的存在，被卷入市场的自给性产品和自然物品。这种商业不是商品生产过程的延续与内在要求。这是商品货币关系阶段的特征与性质之所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互通有无的地域不断扩大，玉石、珍珠等自然物变成了长途贸易的商品，本非作为商品生产的剩余之物被卷入市场变成商品，一些生产者可以专事手工业、商业、牧业、林业和渔业。这导致出现了中国商业的第一个高潮。原始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转入古代自然经济结构（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可分为原始自然经济、古代自然经济和中古自然经济）［3］，社会结构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商品经济阶段（魏晋至清中叶）
商品经济阶段经历产生与繁荣两个小的阶段。
（一）商品经济产生阶段（庄主经济形态；魏晋至唐中叶；3世纪至9世纪）
东汉三国是奴婢主经济形态到庄主经济形态的过渡时期。这是以铁犁为代表的铁农具和牛耕普及的时期。两牛一人一犁、一牛两人一犁或一牛一人一犁先后成为最先进的生产方法。个体农民是这种生产方法最经济的载体。个体家庭成为效率高的生产方式。进行家庭生产者主要是从奴婢和破产农民演变而来的、生产资料不全的贱民（奴客、徒附、部曲、佃客等）。奴婢主庄园里，奴婢主为了考察奴婢的劳动绩效，分给每一个奴婢固定的生产任务（包“工”）。这种劳动管理方法进一步发展为最早的租佃制。相比原来的经营方式，这种新办法使奴婢主减少管理和生产资料支出，使奴婢劳动效率提高。经营方式的转变使奴婢主转化为庄主，奴婢转化为庄户。由于庄户使用的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由庄主提供，因而发生庄户对庄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庄户生产庄主和庄园内人们需要的物品，并在庄园内进行交换，从而将庄园组织成一个经济自给体。庄园经济是一种新的双层结构，它具有双重自给性（庄户家庭和庄园）。在这种结构下，交换主要发生在庄园内部。
庄主经济代替奴婢主经济带来两个趋势：一是城市之间远距离贩运商业及与之相关的金属货币发展水平变低，二是庄户之间的近距离交换及由布、粟充当货币的现象变多。长期的战乱对此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从南北两个地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草市、店、和市、质库等新的商业现象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7］（P236-292）。
从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和远距离交换的衰退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向前发展的伴随物而言，它是历史进步的一个侧面。与此同时出现的个体经济之间交换的发展与农村市场的兴起，是市场关系向基层生活的深入，这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二）商品经济发展和繁荣时期（地主经济形态；唐代中叶至清代中期；9世纪到19世纪中叶）
南北朝至唐代前期是庄主经济形态到地主经济形态的过渡时期。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全面改进使庄户经济独立性增强。地租中劳役占比下降，实物比重上升。庄户人身自由度提高。在此基础上出现契约租佃关系。唐代中叶均田制瓦解后，私田数量超过公田，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契约租佃制度成为时代特征。地主经济形态代替庄主经济形态。收取实物地租的地主，要将部分实物地租出售以换取货币，购买所需之物。经营地主生产市场需要的部分商品。地主制经济形态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4］。
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地主的地租收入增加。在有效需求中，地租成为财政支出之外的另一重要因素。至宋代，私人地租支出在有效需求中的占比超过财政支出。这是商品经济代替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内涵。
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小商品生产，它首先在手工业中得到发展。由于生产技术改进，产品的市场扩大，政府放宽对手工业的束缚，私营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社会劳动总量中，其占比日益增大，手工业者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日益增大。这个时期出现的前店后厂，是城镇手工业的典型形态。手工业中出现商品率很高的大型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为其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生产专业化。在这个基础上出现大规模农业经营者，其产品必然进入市场［1］（P64）。与此同时，农民经济实力增强，更多地参加市场交换，农民自给经济体中出现为市场生产商品的部分，其中部分农户随后转变为农业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产品后购入的是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市场商品中奢侈品的比重缩小，日用品的比重加大。市场的群众性加强。
中唐至宋代，城中之市已出现早市、夜市、鬼市，市场经营冲破时间限制。与此同时，商人已可当街开铺设店，市场冲破地域限制。店铺当街开设后，街面日趋缩减。宋廷屡禁不止，最终被迫承认现实［8］（P470），坊市制转变为散市制。在城市诸功能中，行政与军事据点的意义下降，商业型城市面貌由此逐步形成。
随着市场交换频率增高，农村集市随之增多，集市分布的密度加大，开集的日期加密。天天有集的成为市镇，这在明代中叶以后大量出现。农村的集市网与处于交通干线上的城镇相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涵盖广阔的市场网络体系。它将各个区域连成一个整体。这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按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成为可能。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使商人有销售大量商品和积累较多货币的可能，大商人资本和专业大商人应时兴起。行会、会馆等商人组织相继产生。明代已出现资本经商制和合伙经商制。商人资本的运用，出现投资于生产的现象。商人资本支配生产使一些地方发展成为专业区。专业大商人及其所经营的大宗日用商品的长途贩运之发展，是商品经济中的市场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
市场的发展引起货币发生六大变化：布、粟等实物货币退出货币领域；铜铸币文由纪重变为纪年，摆脱称量货币的胎记；贵金属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1］（P50）；纸币从北宋起开始使用；货币价值总量大大增加；最后，随着境外商业的发展，铜钱大量流向邻近各国。
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日渐明显。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中唐出现代客寄存金银财宝的柜坊。明清以后，钱铺、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相继产生，商业信贷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规模扩大，资金供求总量增长，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流动资金越来越依赖这些金融机构来满足，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成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要素。所有这些变化是资金市场出现并走向现代化的表现。
市场的发展使财政逐步货币化。赋税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7］（P294-602），从按人丁征收到按资产征收，从征收劳役到人丁无役税，从征收实物到部分征收货币，货币日渐以白银为主。这样，财政收支逐渐货币化，货币逐渐白银化。市场对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经济生活的影响加大。指令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1］（P62）。到清代中叶，中国经济已经踏进了市场经济的门槛。
 

三、市场经济阶段（清中叶至今）
从清中叶至今，是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一）市场经济形成阶段（清中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19世纪中叶到1952年）

中国经济在19世纪中叶发生两个大的变化。第一，开始使用机器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是机器生产的最好载体。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因规模大，产品多，且以谋取利润为目的，其运行必须通过市场，因而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必将导致市场经济的形成［1］（P321-326）。第二，中国市场被动开放，通过这种市场与欧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以买办为主的中国人将世界市场上的现代化事物移植到中国。上述两大变化使原有的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更多与市场挂钩，耕织结合的自给体逐步瓦解。手工业中雇佣关系发展，市场对手工业的发展发挥了调剂作用。地主中的一部分雇工经营农业，变为经营地主。一部分地主将地租转化为资本，投资工商业［2］（P58-92）。市场已支配大部分人的经济活动和大多数资源的配置。市场流通的商品中，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的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与大生产相连的现代商业发展迅速，出现百货公司、股份公司等现代商业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这些变化使地主经济形态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
现代型的统一国内市场开始形成，是这个时期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在空间层面上，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交叉成网。在市场内部的垂直层面上，以集镇为中心的基层市场、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市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多层次网状结构。上海既是国内市场的中心，也是远东地区的商业中心、运输中心和金融中心，它是全球市场网中的一个节点，使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在市场内含的横断层面上，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多种类的市场形成一整套现代市场体系。法定的全国统一的度量衡与货币制度在逐步推行。
在新兴的城市中，“城”的防御功能逐步弱化。一些新兴的城市根本没有城墙。一些老城市的城墙被拆掉。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北京，南京）已经分离。“市”成为城市的基本职能。这是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的基本区别。
商人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执行生产职能的商人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商人的组织已经由行会、会馆演变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人社团，并由地区性组织变为全国性组织，出现了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标志着商人已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参与政治运动，制定经济法规，维护经济秩序，在社会生活中成为领导阶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银钱并行的币制不再适应发展的需要，货币完全白银化。1933年，国民政府进行了废用银两改用银元的币制改革，接着进行禁用银元、发行全国统一的法定纸币、实行固定汇率的信用货币制度的币制改革。中国的货币与世界货币接轨。经营货币的机构由传统的票号、钱庄发展为现代银行，形成全国性银行系统。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地租货币化程度迅猛提高，财政与赋税则基本货币化［2］（P93-99）。与市场有关的统税、关税、盐税等工商税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是财政现代化的主要表现。
以上事实标志着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市场经济初步形成。
（二）计划经济排挤市场经济阶段（1953～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为方针的市场经济政策。1952年的“五反”，1953年批判“四大自由”，以及从此时开始的改造市场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政策，使农业耕地、城镇房地产、基本生产资料等先后退出市场。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商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因而实行抑商政策，严格限制商品生产和市场发展，结果导致市场萎缩。但是，在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始终存在，国内贸易也始终存在，商品交换从未中断；即使在实行严格计划的生产资料配置领域，也有20%～30%是无计划的市场交换。这表明市场经济的因素不可能完全排除。所以，1953年开始选择并在1957～1978年成为现实的是有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1］（P440）。这种体制因忽视市场的作用，导致国民经济长期的徘徊与停滞。事实证明，离开市场化发展经济与工业化，是不能成功的［9］。
（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1979年至今）
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内容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在中断了近30年后被重新启动。改革的具体措施有：一是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和在城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培养市场主体，逐步发展和培育各种市场，并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调节生产。同时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出现，并允许它们同国有企业竞争。二是逐步放开价格，使其成为反映市场供求和调节资源配置的最重要信息。三是建立以税收、利率、信贷等为手段的宏观间接调控体制，取代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调控体系。这些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体制。现在已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体制的重新肯定［1］（P441）。这种体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事实再次证明，市场化是发展经济与工业化的前提与基础［9］。

四、结论
1.4 000多年来，市场关系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市场中的主要商品在商品货币关系阶段是被商业卷入市场的自然物和自给性产品，在商品经济阶段是自然经济中的小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场经济阶段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产品。这是三个阶段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市场关系诸因素上有明显的表现：（1）商品生产。从不存在到只占总量的微弱部分；以手工劳动为特色的小商品生产；以使用机器为特征的大商品生产。（2）“城”与“市”的关系。有“城”无“市”，先“城”后“市”，“城”“市”合一；坊市制瓦解，“城”“市”融为一体；“市”突破“城”的界限，有“市”而无“城”。（3）市与市的关系。最初各个市只是一个个零星散布的点，接着市与市之间远距离的贩运贸易有所发展；城乡市场之间产生了联系；全国性的市场网。（4）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地方特产和奢侈品；群众的日常用品；不仅一般商品，货币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5）货币。由实物充当，出现贱金属铸币；贵金属成为主要货币；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纸币成为唯一法定货币。（6）货币的经营者。个人（“子钱家”）；经营货币的机构（如飞钱、柜坊、典当、钱庄和票号）；以股份制公司形式经营的现代银行。（7）商业的经营者。政府；官营为主，私营为辅；私营为主。
2.中国4 000多年的经济史表明，市场是与政治权力相对的一种伟大的社会力量。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市场具有巨大的魔力，刺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11］（P3254），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市场与货币相伴生。在货币产生之前，只有政治权力是社会生活中的伟大力量。货币从其降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它有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从此以后，人类社会生活就陷入“权”与“钱”的互相渗透、互相控制、互相拥抱的纠葛之中。
3.市场具有为自己扫除前进障碍的内在力量。无论是有巨大破坏力的战争，还是抑商政策，均无法阻碍其前进的步伐。从东周到秦汉的800年间，春秋战国时期战乱连绵，接着又是秦末的全国大战乱。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实行抑商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商业仍不断向前发展。王莽改制，企图阻碍市场的发展，结果导致他所建立的“新”朝很快垮台。太平天国曾经实行禁止城市商业的政策，亦未能成功［11］。1953～1978年，政府尽全力推行反市场经济的政策，但市场关系并未因此而中断。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以极快的速度恢复，呈现出空前的活力，可以看作是对之前20余年被压抑的能量的集中释放。现代的事实证明，脱离市场化，会使经济停滞，搞不成工业化，而以市场化为基础，则将使经济和工业化迅速发展。可见，市场经济向前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4 000多年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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